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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有污水处理厂，依旧有不少污水直排，最
终汇入黄河；由于运行成本高，有的污水处理站
无奈“沉睡”，甚至“沦为”化粪池。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日沿黄河中上游走访
多个欠发达地区发现，由于基础建设跟不上、设
备运行状况差、日常运行成本高，导致不少地区

“建了污水处理厂、污水依旧处理难”。

  有处理厂却仍有污水直排，黄河

中上游治污依旧是难题

　　多方投资建起污水处理厂，由于处理能力
不足、效率不高、覆盖面有限，污水依旧难以“全
收集、全处理”。部分居民生活污水只能直排，最
终汇入黄河，这是记者在黄河中上游流域走访
时的见闻。
　　在黄河中游一个县，境内有一条黄河一级
支流穿过。当地环保部门干部介绍，近年来由于
加强监管，工业废水基本都达标排放，目前主要
的污染来自农村生活污水。为此，当地在远离县
城的乡镇建了两座小型污水处理站，但运行状
况均不尽如人意。
　　记者来到建有小型污水处理站的一个乡镇
河岸边看到，很多居民生活污水通过管道直接
排入河道中。有的管道破损，污水就直接沿着河
坝流到河床上，将砖墙染成黑色。
　　当地环保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虽然
2018 年在市、县级财政的支持下，这个乡镇新
建了一座污水处理站，但配套管网建设成本太
高，目前只能收集全镇接近一半人口的生活污
水，实际处理能力只达到设计能力的一半。
　　为此，这个县城建部门在当地沿河岸修建了
20 个储水罐，临时收集居民生活污水，再通过污
水收集车集中拉运至就近的污水处理站处理。有
工作人员坦言，“处理站处理能力有限，水泵等
设备也经常出现问题，很多时候来不及拉运，储
水罐污水溢出，也造成污水直接流入河道。”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地处三江源
地区，紧邻黄河源头。记者在甘德县污水处理厂
看到，常规露天的污水曝气池，却安置在一个钢
棚房内。走进钢棚房内，明显感觉室内温度提升。
　　“没办法，这边气温低，处理污水的微生物
容易被冻死，只能将曝气池装在室内，烧锅炉保
暖。”污水处理厂相关负责人说，甘德县污水处
理厂海拔 4000 多米，冬季气温低，必须通过外
层钢棚房和内部烧锅炉来保温。
　　“每年仅锅炉烧煤费用就要 25 万元左右，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位负责人说，青藏高原
地广人稀、昼夜温差大，导致污水处理难度大、
建设和运行成本高。

　　更加紧迫的是，总投资两千多万元建成的甘
德县污水处理厂，主要处理县城居民小区、办公
楼和商铺的生活污水。目前每天处理量 1200 吨，
已满负荷运转，急需扩容提升处理能力。

  建设运行成本高负担重，有的污

水处理厂停运沦为化粪池

　　记者走访发现，当前黄河中上游流域部分
欠发达地区“有污水处理厂、依旧污水处理难”
的主要原因，是收集污水管网建设成本高、污水
处理运行负担重。尤其是不少欠发达县域，刚刚
脱贫摘帽，自身财力有限，难以承担污水“全收
集、全处理”的建设、运行费用。
　　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十多年前
县城没有污水处理厂，生活污水是经过化粪池处
理后直排黄河。近年来，随着污水处理厂和管网
的建成完善，目前城区 85% 以上的污水都能收

集，但在城乡接合部等区域依旧难以全覆盖。
　　“管网建设费用大约为每公里 100 万
元，尤其是老城区存在管网老化、雨污混流问
题，布设新管网的费用十分高昂。”永靖县住
建局干部王晓明介绍。
　　随着城镇化加速、易地扶贫搬迁，县城和
城镇居民增多，污水排放量增加，污水处理厂
也必须扩容。尽管地方财力有限，但在巨大的
生态环保压力下，“欠账”扩容污水处理厂成
为不少欠发达地区普遍的选择。
　　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新民污水处理厂厂长
高春成介绍，由于移居城镇居住的人口增多，
原来的设备处理能力滞后，因此 2020 年对
现有污水处理厂完成了扩容改造，“虽然当时
改造资金严重不足，也只能先动工，钱以后再
想办法”。
　　与此同时，黄河中上游流域欠发达地区
由于人口密度相对低，污水浓度较低，加上低

温等因素影响，污水处理成本远高于东部发
达地区。一些污水处理厂保障正常运转，还得
每天固定投入葡萄糖。
　　永靖县盐锅峡镇污水处理厂厂长李树坤
说，镇区人口少，污水厂来水主要靠居民生活
用水。进水 COD 浓度低，导致微生物处理污
水时碳源不足，只能通过添加葡萄糖确保微
生物不被“饿死”，“每月得添加三四吨葡萄
糖，直接抬高了处理成本”。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青海省共有 14
个县城污水处理厂处于高海拔地区，普遍存
在污水浓度不高，处理效率不高，收集率不
高、雨污分流不够等问题。加上三江源地区冬
季气温低，给污水处理工艺带来很大挑战，普
遍需要加温棚、供暖气，有的污水处理吨水成
本高达每吨 4 元。
　　在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信义镇，因无力
承担后续运行费用，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不

得不停运。信义镇副镇长王三牛介绍，污水处
理厂建成后，各级政府并没有跟进保障运行
资金，镇政府独自难以承担这笔费用。
　　“有的污水处理厂建成时间早，处理后的
污水难以达到现有的排放标准，没有资金进
行设备升级，现在只能当做化粪池使用。”王
三牛坦言。

污水处理不能“管建设不管运行”

　　建设有上级资金投入，运行全靠本级财
政投入保障，高昂的污水处理厂运营成本，让
不少污水处理厂“难堪重负”。2020 年 4 月
脱贫摘帽的青海省甘德县，2019 年县本级
财政收入为 1674 万元。县里每年支付污水
处理费用要 150 万元，占 2019 年本级财政
收入比重接近十分之一。
　　一些基层受访人士呼吁，不少刚摘帽的
欠发达地区，都处于生态脆弱区域，生态环保
压力大，地方财政运转紧张。鉴于这些地区财
政实际情况，污水处理厂建设配套、日常运行
等都需要国家政策支持。
　　一方面，污水处理厂自身建设投资就在
一两千万元，地方仅配套资金就要 200 万元
至 400 万元，只能使用地方财政收入开支，
很多时候地方只能拖欠。建议国家下调这些
欠发达、发展受限制区域的资金配套比例，便
于相关污水处理、收集项目的扩能建设。另一
方面，很多欠发达地区城镇化仍然处于起步
阶段，不少区域尚未建立起自来水、垃圾处
理、生活污水收费机制，污水处理运行费用完
全压在地方财政支出上，因此也无法采用
PPP 模式进行建设。迫切希望改变国家专项
经费“管建不管运行”的情况，给予一定运营
经费补助，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完善污水直排及时发现、及时收集、及时
处理机制，也是当前急需补上的短板。山西省
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临县分局副局长高国平等
干部建议，全面排查排污口，在重点区域安装
视频监控设备，并利用无人机拍摄等手段实
时监控，同时坚持科技手段与人工手段结合，
加大人工巡查力度，确保生活污水经过相应
处理，杜绝直排、偷排。
　　“对于没有工业企业、离市区管网较近的
乡镇，产生的农村生活污水有限，建议采取分
散建设蓄水池的方式，通过集中拉运处理，降
低处理成本。”甘肃省天水市生态环境局副局
长汪朝波建议。
  （本报记者吕梦琦、解园、李劲峰、李占
轶、张玉洁）

污水处理厂建起来了，为什么污水仍直排黄河
黄河中上游部分欠发达地区管建不管运行，有的污水处理厂沦为化粪池

甘德县污水处理厂，污水曝气池安置在一个钢棚房内（2020 年 9 月 11 日摄）。  本报记者李占轶摄

　　新年第一个工作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站就密集发布 4 名中管干部受到党纪政务处
分的通报。记者梳理该网站发现，1 月还有多
名厅局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被查，其中 26 人接
受审查调查，42 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在 1 月闭幕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过去
一年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重大成果，指出“党
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绩
是满意的”。

霸道行权形形色色

　　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要求，强化
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这是确保党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落到
实处的关键环节。
　　“一把手”出了问题极易传染蔓延，危害班
子、带坏队伍，污染一方政治生态。
　　盘点 1 月公开的相关通报，原山西银监局
党委书记、局长张安顺被开除党籍；原内蒙古银
监局党委书记、局长薛纪宁被开除党籍；青海省
原副省长、海西州委原书记、柴达木循环经济试
验区党工委原书记文国栋被开除党籍……
2020 年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
县处级及以上“一把手”超过 5800 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文评论：手中权
力集中，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花钱“一
支笔”、项目“一手抓”，每个走向腐败的“一把
手”，几乎呈现出相似的情节。
  因此，有群众称有些“一把手”为“一霸手”。
　　“一把手”在选人用人上搞“小圈子”，凭借
个人喜好，往往导致站队式、抱团式腐败。
　　重庆市黔江区委原书记杨宏伟的“双开”
通报指出，他是“任职地区政治生态的最大‘污
染源’”。杨宏伟爱好打篮球，跟他一起打球的
能得到重用，他身边的同学、老乡、裙带关系、
旧部也常常被破格提拔安置。“工作干得好与

坏不重要，与杨宏伟的关系好才重要。”办案人
员说。
　　在杨宏伟离开黔江后，该区 70 余名处级
干部因违纪违法问题被立案查处，其违纪违法
行为大多发生于杨宏伟在黔江主政期间。
　　“一把手”腐化堕落，监督失效是重要原因。
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
使得对“一把手”权力监督制约的效能弱化，公
权极易沦为个人的私器。
　　吉林省人防系统腐败问题，就是人防部门

“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的典型案例。专项治理
以来，该省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人防系
统干部 368 人，涉及人防部门原职或现职“一
把手”就有 76 人。
　　“一把手”违纪违法问题一再验证“没有监
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目前，主要领导干部不直接分管具体事务
的制度，已在一些地方陆续尝试并推行。能否
从制度上破解“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
需要实践的检验。

治家不严“后院”失火

　　对亲属子女的失管失教，是很多领导干部
走向堕落的开始。正确的权力观，是党员干部
保持本色的“护身符”，尤其是手握重权的“一把
手”，如果萌生了“封妻荫子”思想，权力就会在
利益面前变质、底线就会在亲情面前失守。
　　在 1 月份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 14 名中管
干部及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
位干部中，就有 8 人被提到有家风问题，“对家
人失管失教”。
　　 1 月热播的反腐纪录片《正风反腐就在身
边》，透视了官员贪腐中“父子兵”“夫妻档”等
现象。
　　曾先后担任山西省临汾、运城、晋城三个市

“一把手”的张茂才，其案件最大的特点就可概
括为“全家齐上阵，贪污父子兵”。张茂才常年
不在家，总觉得“亏欠他们”，面对叛逆的小儿子
张轩拿着菜刀和他干仗，都没有认真管教，反而
一味纵容。
　　在父亲包庇下，张轩越发胆大妄为，收钱办

事的名声传扬在外。连张茂才的大儿子也开
始和张轩攀比，“看谁用父亲的权力赚钱多”。
　　类似案件近些年来并非罕见。曾经引发
舆论风暴的“严书记女儿”事件中，四川省广
安市委原副书记严春风在舆论迅猛发展时，
一心急于灭火，希望找熟人通过私人关系平
息事件。
　　幼儿园风波发生仅一周之后，四川省纪
委监委在初核的基础上，宣布对严春风进行
立案审查调查，并发现了其利用职务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受贿等问题。
　　面对镜头，严春风悔过：“愧对我的家人，
我的儿子没有父亲，我的女儿也没有父亲。”
他平时很少拿出时间陪伴孩子，却错误地想
从金钱方面来弥补，甚至不惜违纪违法来满
足迁就前妻的经济诉求。
　　“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
亲不为亲撑腰”，领导干部自觉带头树立良好
家风，筑牢家庭防线，一方面要对家人关爱不

溺爱、善待不纵容，另一方面，也要严守纪律，
认真向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每年岁末，这项填报工作都在进行，这是
检验领导干部是否忠诚老实的重要一关，也
是依靠制度帮领导干部守好廉洁底线的重要
内容，起到了抓早抓小、防止带病提拔的
作用。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1 月份发布被

“双开”的干部名单里，就有多人存在“隐瞒不
报个人有关事项”“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
项”问题。有的人心存侥幸，认为“不报告也
无所谓，少报了组织也发现不了”，更有心虚
者害怕组织核查，对本人婚姻状况、配偶子女
状况故意含糊遮掩，这都是对党不忠诚不老
实的表现。

保留死刑对贪腐“零容忍”

　　 1 月 29 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依照法定程序，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原“一把手”赖小民执行了死刑。他
是十八大后因贪腐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的第二名官员，也是受贿金额最高的高官。
　　刑法对于受贿罪最高“处无期徒刑或者
死刑”的规定，对心存“杂念”的干部有多少
震慑作用？
  事实上，贪腐犯罪是否判处死刑，是在
不涉及命案的前提下，除了考虑涉案金额，
更要看造成的后果，是否给国家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是否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威
信、造成恶劣影响等。
　　即便赖小民在开庭时曾当庭认罪、悔
罪；又比如判决书也认定，他曾提供下属人
员重大犯罪线索并经查证属实，具有重大立
功表现。但这些情节，依旧不足以让赖小民
死里逃生。支撑着这份判决书的，不是对贪
官“杀之而后快”的义愤，而是全面评价案件
事实的理性、冷静与客观。
　　在司法实践中，对腐败犯罪数额过亿的
贪官判处死刑已有判例。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
主任委员白恩培、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
国、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等
人，因受贿罪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些
判例均凸显党和国家对腐败犯罪的零容忍。
　　值得注意的是，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
会，对当前反腐态势作出重要判断：“传统腐败
和新型腐败交织，贪腐行为更加隐蔽复杂。”
　　比如“高利转贷罪”，一边合法贷款、一
边非法放高利贷；“一家两制”式腐败，即家
中既有在党政机关工作的领导干部，又有非
公有制经济部门、民营企业等领域从业者；

“公款存储”问题，利用财政资金为金融机构
冲业绩、获取超额利润……
　　贪腐手段在不断翻新，纪检监察队伍
也必须更新知识结构，不断提高识别和破
获新型腐败案件的能力，维护风清气正的
政 治 生 态 ，彰 显 党 和 国 家 对 腐 败 行 为 的

“零容忍”。
　　（资料来源：新华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网站、中国纪检监察报等）

“一把手”变“一霸手”，警示对权力的监督不能失效

“力惩” 新华社发 崔莹作


